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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共场域视角的基层政府与
社会合作治理研究
　
崔　晶

摘　要：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公共场域的存在是中国基层治理区别于他国的重要特征。
在这一公共场域中，行动主体从古代的胥吏、士绅发展到今天的社工、协勤和村官等，组织
形式从里甲与乡约的混合模式发展到今天的村委会（党支部）、社区委员会（党支部）甚至
虚拟的网格化管理区。而政策的传递方式则经历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夹杂着自下而上
的士绅“自治”模式，发展到今天的压力型体制和动员型治理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与社会
在公共场域的融合和重叠使得中国的基层治理成为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会合作治

理。而合作治理的实现不仅需要弱化政府外部发包体系的行政化，疏通自下而上的参与
通道，让地方精英和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来，还需要在吸纳国外经验的基础
上回望历史传统，借鉴历史上的乡约与里甲混合模式，重新组织与整合基层社会。
关键词：基层政府；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公共场域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３２０（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３３－１１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社会向后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城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面貌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不同利益主体反映着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因而培育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最
优关系，构建基层多元合作治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基层治理而言，一方面，建立和
完善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已经成为我国基层政府解决辖区公共问题的重要内容

（郁建兴、关爽，２０１４：７－１６），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治理中“非正式行政”现象的存续（周雪
光，２０１４：１０８－１３２；周黎安，２０１４：１－３８；艾云，２０１１：６８－８７；黄宗智，２００８：１０－２９），“选择性执行”行为的
不断涌现（Ｏ’Ｂｒｉｅｎ　＆Ｌｉ，１９９９：１６７－１８６），基层政府回应社会多元化诉求的乏力（何艳玲，２０１３：

２９－４４），以及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限性等问题（贺雪峰，２０１１：８６－１０１），导致基层
政府与社会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和长期合作。
基层政府与社区、乡村和民众等主体的互动体现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关系也是

分析基层治理的重要范式。从纵向的统治到横向的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一个由
“国家与社会二分”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漫长演变过程。国外学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两大理论派别。多元主义主张市民社会与国家的
分立与制约，强调“社会中心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自主活动的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
应该保持距离，这一理论对当今西方国家政治运作具有主导性的影响。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２：８５－
９４）认为，社会中的权力是多元的、分散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组织社团参与选举竞争来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在多元主义的影响下，很多研究基层治理的
学者提出了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主张，倡导基层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主体合作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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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区域公共事务。文森特·奥斯特罗姆（Ｏｓｔｒｏｍ，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７２－８０）等认为，地方政府可以使用协议、兼
并和契约等方式与社会建立灵活的合作网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５１）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实
证分析证明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资源时，可以建构自己的合作网络，在所有人都面对搭
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自主治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Ａｄａｍｓ（２００２：

１７－４４）、Ｃｈａｎ（１９９３：３１－６１）等学者质疑了多元主义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观点，提出社会与国家融合所形成的
法团化组织是整个社会良好运作的中介。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１００６－１０２８）、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３：１０２－１２２）、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５：２－１８）
等学者指出多元主义不能解决社会整合、利益群体权力分配不均衡和国家制定政策的低效率等问题，而
法团主义则可以弥补这些缺陷，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实现国家政治的公平性，并提高政府效率。
戴慕珍（Ｏｉ，１９９２：９９－１２６）还运用地方性法团主义的概念，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
此，法团组织的经济效率优势被认为是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Ｕｎｇｅｒ　＆Ｃｈａｎ，１９９５：２９－５３）。很多
学者认为国家法团主义更适合解释中国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０：１２４－１４１）。
虽然学者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是否适用于描述与

解释中国的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在中国的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特有的公共场域中，各个行动主体应
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公共场域内的组织形式与政策在这一场域的传递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这些

问题促使着学界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在中国基层治理传统中，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块特别的场域，即从县衙门到每家每户之间

的地方，这一场域被费孝通（２０１２：３９）先生称之为“最有趣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领域，是中国传统中央
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黄宗智（２００８：２０）称之为“第三领域”，在这里国
家与社会二者相互重叠，协力运作。这一公共场域的存在成为中国基层治理区别于他国的重要特征。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基层政府与社区、乡村、民众等主体的合作治理是在来自国家、官治的活动与乡村、
宗族活动的相互作用下而推移的（中岛乐章，２０１２：２８７－２８８）。而基层政府（官治领域）与社会（民治领域）之
间的公共领域是影响这一合作治理的关键媒介，在这一公共领域中的行动主体、行为模式和组织建设为
理解今天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二、基层政府与社会间的公共场域

（一）公共场域的行动主体
从历史上来看，在基层政府和社会的交汇处，活动着大量的非正式行政人员进行社会管理，政府机

构只有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其中。这些人员包括了州县官私人雇佣的胥吏、当地的士绅，以及其他参与
社会管理的人员（见图１）。瞿同祖（２０１１：５９－１７８）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官、吏、绅共治的局
面。胥吏负责上传下达行政指令，充当着基层政府和社会交接的枢纽（崔晶，２０１５：１－８）。由于胥吏们大多
为当地人，深谙地方实情，地方官不得不依赖胥吏的行政知识和办事经验，同时由于胥吏的体制外身份，
地方官也不得不面对胥吏的贪腐顽症。地方官与非正式管理人员胥吏的合作是基层治理的常态。同
时，地方士绅通过非官方的形式也参与地方治理，如解决纠纷、赈济救灾、公共教育等，他们在地方官与
民众之间充当着政策中介人的作用，一方面帮助地方官向下贯彻政策，一方面帮助民众向地方官反映政
策难以实行的困难，调和了基层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下而上的“自治”。
在现代社会，胥吏和士绅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并没有消失，变

化了的行动主体在这一领域中的行为也并没有完全脱离历史传统的轨迹。社区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甚至挂村干部，在这一公共领域中继续充当着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枢纽角色。由于国家与
社会界限的模糊，村庄党支部书记由乡镇党委任命，社区委员会主任、村主任换届选举在许多情况下受
政府影响，还有一些挂村干部的存在，使得这些主体表现出了更加行政化的趋势。

（二）公共场域的组织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基层治理的官方组织形式主要是十进制户籍管理组织———保甲制和里甲制。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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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政策在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传递过程（传统社会）

的保甲制度是一种寓兵于民的兵农混合组织形式。明朝推行里甲制作为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
保甲制和里甲制主要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征收地方赋役和维持地方治安（贺凯，１９９４：８０－８１）。

民间的组织形式主要以乡约为主。乡约即乡里公约之意，是中国古代农村基层以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
种民间组织。最早的《吕氏乡约》是以乡这个社会自然单位为基础的，有成文法则，由民众公约而不是官
府命令所形成的一个自由组织，不要求全体或被迫参加（杨开道，２０１５：６８－７２）。乡约的功能主要是教化、救
助、治安和司法（白中林，２０１４：３４４－３４７）。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场域的组织形式是里甲与乡约的混合运作（见图１）。在

地方官治不能充分实现诉讼处理、秩序维持、德业相劝、患难相恤等的情况下，地方多种主体通过乡约自
发开展治理。以宋朝为例，通过国家的行政、官僚机构实现中央至地方、当地社会“自上而下”（ｔｏｐ
ｄｏｗｎ）的秩序化。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推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实践主义”（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包括了以
农业政策和救灾政策为核心的青苗法、以维持乡村统治和治安政策为核心的保甲法，以及科举改革和州
县学（中岛乐章，２０１２：２８０－２８２）。南宋时期，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引领当地社会的“地方精英”（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自社会周边即自下而上（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形成了相对应的“精英实践主义”（Ｅｌｉ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在官方组
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于青苗法的社仓法、相对于保甲的乡约和相对于州县学的私立书院，来实现基层
社会的治理。明代的乡治系统将乡约（主导乡治的道德基础）、保甲（规范农村组织）、社仓（经济）、社学
（教育）四者结合，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仓、社学为目而实（杨开道，２０１５：１２７－１４５）。
在现代社会，在县和民众之间设置了乡镇一级行政机构，乡镇以下设自治的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

委员会；在城市，区政府下设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与自治的社区委员会打交道（见图２）。
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是治理基层社会事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理论上，这些组织
形式是社区或乡村的自治机构，但在实践中，社区委员会、村委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往往成为国家行政机
构的延伸，承接着国家政策传达、执行等任务。

（三）公共场域的政策传递方式
在国家与社会交界的公共场域，国家政策通过上述行动主体从基层政府传递到民众手中，这一过程

被有的学者描述为“行政外包化”，即政府把行政事务外包给官僚体制外的胥吏或士绅，使其成为政府事
务的承包人和市场经纪人（周黎安，２０１６：３４－６４）（见图１）。通过这些经纪人把国家政策传达到普通民众。
因此，有的学者把历史上的这种依赖非正式人员或非正式机构来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现象称之为“国家
经纪体制”（杜赞奇，２００３：３０－３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士绅也会自下而上与州县官，甚至利用自身的
社会地位越过州县官与更上层官员进行沟通，争取地方利益或争取修改政策等等。无论是行政外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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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经纪体制都体现了国家治理中高专制权力与低基层渗透权力的矛盾结合。之所以出现这种独特
的政策传递方式，与缓解和调适帝国治理中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矛盾有密切的关系（周雪光，２０１６：１－３３）。

图２　政策在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传递过程（现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政府，再到乡镇政府，政策变成量化指标的任务层层下达。有
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压力型体制（荣敬本、崔之元等，１９９８：２８）。当县乡政府面临上级下达的时间紧、任
务重、压力大的突击性任务时，压力型体制还会结合动员型治理一起贯彻上级政策，实施对社会的管理
（见图２）。作为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只能通过行政外包的方式把分解的政策传递给社区委员会、村委员
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但是，乡镇政府与社区和村之间已非科层化的行政层级，村干部还是有可能抵制
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政策能够传递到基层社
会？首先是乡镇对于基层组织的行政任命权。由于乡镇党委拥有村党支部书记的任命权，并影响着社
区主任和村主任的换届选举，加之乡镇政府领导在社区和村里的挂职等方式，确保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与
动员的传递（吴毅，２００７：４２－４３）。在此基础上，乡镇领导借助与社区和村领导柔性化的人情交往和适当的
给予任职补贴等经济激励的形式，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的缺失，而村庄领导也会
恰到好处地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大的支持，“将体制的硬核包裹于个人关系的柔性之网中，并通过这张柔
性之网来维护那些必须要维护，又能维护得了的村庄公益”（吴毅，２００７：３１－３２）。社区和村庄领导再以说
服、商议和人情等非正式行政的方式与村民进行互动，以达到贯彻上级政策的目的（孙立平、郭于华，

２０００）。因而，这样的行政外包体系也随之行政化了（周黎安，２０１６：３４－６４）。

三、公共场域中的基层政府与民众：一个案例分析

近些年，各个基层政府不断创新着社会治理的方式，网格化管理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网格
化管理既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形式，同时又与我国历史上的里甲制和乡约在治理主体和组织形式上有着
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本文选取了我国中部省份 Ｈ 省的一个县级市Ｌ市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案
例。该市是 Ｈ省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区域内人员复杂，居住地点分散，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管
理，Ｌ市推行了网格化管理。这一案例体现了新时期公共场域中治理主体、组织形式和政策传递方式的
变迁，以及各主体在这一场域的互动与合作。同时，该案例所使用的文献和数据资料均来自实地的调研
和深度访谈，这保证了研究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一）行动主体
在Ｌ市的网格化管理中，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公共场域的行动主体包括：网格管理员、网格信息

员、社工、协勤和片警。全市的城市社区共划分１２６个网格，配备了１８０名网格管理员、社工、协勤，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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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划分５６００个网格，配备了５７０名网格管理员和５６００名网格信息员。这些网格员一部分来源于市网
格管理指挥中心向社会公开招录的人员，一部分是从村医村教、返乡大学生、村干部、离退休人员中选拔
出的优秀人员，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层社区或村庄工作者兼职①。因此，网格化管理让社区工作者全部下
沉到网格中开展工作，网格员的主要职责为信息采集、日常巡查、入户走访、收集民意、便民服务以及各
项保障落实的查看和监管。这些网格员在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场域中充当着连接国家与社会的
枢纽角色，他们一方面负责传达上级政府的政策和指令，另一方面也承担着收集民意和下情上达的功
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延续着中国自古以来的基层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传统。
当然，网格化管理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个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民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在我

们的调研中，某基层干部就认为“其实大多数民众对网格化管理并不怎么了解，这一改革措施主要还是
便于政府更好地对居民进行管理”②。因此，处于基层政府与社会间公共场域的基层社区工作者、村官
和网格员的工作非常繁忙，因为“各个乡镇还没有足够的人力来管理信息平台，城区相对还好，有大量的
网格员和社工，但是其他乡镇就没有，只有由村官兼任这项工作，但是工作量太大，不能做到实时的信息
更新和监管。在最开始的信息录入登记中，也有不少漏登错登和重复的，让后续的补录工作也比较繁
杂，而且信息平台搭建初期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使得房屋信息这一部分功能不能做到准确有效”③。

（二）组织形式

Ｌ市网格化管理的组织形式是无形的城乡统筹式的网格即“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形成
“市局＋街办（乡、镇）＋社区（村）＋网格员”的模式（见图３）。全市１５个乡镇建立了网格化服务管理中
心，１５个城市社区和５７０个村建立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站。无论是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网格化服
务管理工作站，还是具体的网格配置，都是为了综治维稳、便民服务和网格管理，形成覆盖城乡、条块结
合的市、乡、村、网格四级联动的服务管理体系④。而公共场域的１５个乡镇（街道办事处）、１５个社区和

５７０个村乡镇综合信息平台，在纵向上又与Ｌ市网格管理指挥中心信息平台链接，相应地通过市网络管
理指挥中心也链接到了市城管、消防、公安等１３个市直部门应急处理平台，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协作一
体⑤。在农村地区，各个网格的运行还与市驻村单位、综治办、乡镇、通信等部门积极配合，统筹推进，同
时市综治办、农办负责对网格进行督办检查，确保全市农村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格化这样一个虚拟的组织形式下，基层社会同时进行着乡村的道德教化、经济

合作和村民联防等组织建设。例如，Ｌ市的各个村落都组织编写《村民素质教育手册》，利用村级文化活
动中心、图书室和文艺宣传队等对村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并根据村民参学的情况和日常表现，民主评
选出“和睦家庭”、“孝顺儿媳”和“十星级文明户”。Ｙ村、Ｊ村、Ｌ村等还为每个农户安装一个小喇叭，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及科技致富信息，使“小喇叭”成为“政策传声
筒”。除了道德教化，各个村落还通过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来重构乡村的合作秩序，这些合作组
织基于当地特色产业和实际情况，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向他们传播新的经营理
念，并且为村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⑦。此外，在社会治安方面制订出《村民自防公约》，
建立起“十户联防”体系，以“十户”为单位，借助移动电话组建成一个“一呼九应”的联防群体，实现村民
自治的“居家互守、治安互防”。因此，在Ｌ市的网格化管理中，乡村的道德教化、“十户联防”体系等仍
然继承着中国古代乡约与里甲制混合模式的某种特征，只不过今天的基层治理是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
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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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摘自Ｌ市统筹推进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的调研报告，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资料来源于访谈记录（ＮＯ．Ｃ０１－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ａ）。
资料来源于访谈记录（ＮＯ．Ｃ０１－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ａ）。
Ｌ市统筹推进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便民利民，载中国利川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ｃ－ｎｅｗｓ．ｃｏｍ／ａｒｔ／２０１５／８／４／ａｒｔ＿１６９５＿２２７１８５．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摘自Ｌ市统筹推进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的调研报告，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Ｌ市推进农村网格化管理让村民办事少跑路，载恩施新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ｓｈｉ．ｃｎ／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ｃａ２９３３０１．ｈｔｍ，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Ｌ市“六三”工作模式助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载中国普法创新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ｆｃｘ．ｃｎ／Ｉｔｅｍ－２０８８２．ａｓｐｘ，２０１２－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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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传递方式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个社会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现代化的信息通

信技术来进行社会治理也是网格化管理这一新型社会管理方式与传统管理方式最大的不同之处。虽然
借助网格化管理的渠道和网络，政策从中央、Ｈ省、Ｌ市到乡镇层层下达，乡镇政府再委托给社区、村庄
组织贯彻执行，但这并不是网格化管理最主要的传递途径。网格化管理是一个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
的传递过程，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充当“治安警报器”和“村情直通车”的角色。在Ｌ市，每位网格管理
员、社工、协勤和片警都配备了手持终端，网格管理员一旦在网格内发现矛盾纠纷、案件和事件就通过手
持终端上报到社区、办事处、指挥中心和相关市直部门，各部门依据职责权限快速处理上报的案件和事
件。上报到指挥中心的事件，由中心通过任务分解、下达指令、跟踪督办等程序方式交办，实现快速处
理、限时办结，１９５台手持终端的使用，使网格管理员与指挥中心、社区、乡镇办事处实现信息的快速交
流互动①。

图３　Ｌ市网格化管理路径图

上报到乡镇及以上政府的事件，完全遵循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制度，各地、各部门内部的矛盾纠
纷，由当地政府和该部门负责调解和处理，确实本级本单位调解不了的复杂疑难纠纷，报请上级部门支
持调解，实现“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同时，在公共场域的矛盾解决中，乡镇政府
也强调了非正式的柔性化的管理方式，“坚持政策引导与感情融合相结合”，“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
司法调解有机衔接”，充分发挥“第三方”调解机制和群团组织、基层组织、法律顾问等社会力量共同化解
社会矛盾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网格化治理仍然延续了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传统，即充分利用地方精
英来化解地方矛盾，实现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当然，今天的网格化管理注重的更多的是自下而
上“治安警报器”和“村情直通车”的角色，而较少关注民众诉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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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摘自Ｌ市统筹推进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的调研报告，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Ｌ市Ｓ乡党政综合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平安Ｓ乡创建活动的通知，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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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公共场域的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实现

（一）公共场域：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与重叠
从历史上的州县衙门到每家每户之间，到现代社会乡镇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于基层政府与民众间

的公共场域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交界场域的存在使得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变得模
糊。在这个公共场域中，行动主体们，从胥吏、士绅到现代社会的村干部、社区干部，还有各种类型的社
工、协勤、网格员、志愿者都忙碌地穿梭于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一头连接着国家，一头连接着社会。从
古至今，这一场域的行动者都存在于行政体制之外，属于非正式行政人员。然而，这些行动者无不具有
“行政化”或“官僚化”的倾向。由于国家与社会在这一公共场域的融合和重叠，士绅在地方上实现的某
种程度的自下而上的“自治”，只是一种“官治”的补充，士绅的社会管理只是在“官治”的范围内存在，去
完成“官治”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孔飞力，１９９０：２２９－２３０）。现代社会，作为政府任命或影响其任职的村干部、
社区干部等也同样具有行政化的趋向，虽然基层政府把一些事务外包给了这些非正式行政人员，但这些
人员本身却变成了官僚体制末梢的一部分，执行着区政府或乡镇政府的政策。
因此，对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解应跳出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从它们在公共场域融

合、重叠的视角来审视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如欧博文和李连江（Ｏ’Ｂｒｉｅｎ　＆Ｌｉ，２００４：７５－９６）指出的，
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非融合即对立，而要根据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社会阶层来决定。弗
洛里克（Ｆｒｏｌｉｃ，１９９７）提出在威权体制下，中国国家通过创造众多的社会组织和准行政组织，来达到管理
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目的，是一种“国家引导的市民社会”（ｓｔａｔｅ－ｌ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郑杭生、邵
占鹏（２０１５：３９）提出，中国的社会治理表现为国家治理之下的辅助治理或剩余治理，是国家治理主导下的
社会协同治理。还有学者认为，在政府主导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整合行政的、市场的以及民间社会的
资源形成多元社会主体共同负责的组织运作方式（张兆曙，２０１０：４６）。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构建一个基于
政府有效嵌入的社会自治战略方向（汪锦军，２０１６：７０）。因此，在中国的情境下，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公共场
域的融合与重叠，基层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国家的指导，是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

（二）组织建设：乡约的启示与新技术的应用
历史上，对于民众的组织方式采取了十进制的里甲、保甲制度，以便于征税和治安，同时民间和官方

也都倡导乡约组织来弥补基层政府无力做好的德业相劝、患难相恤、诉讼处理等公共事务。建国后，基
层治理形式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组织化，改革开放后的去组织化倾向的历程。作为城市社会整合载
体的“单位制”和农村社会整合载体的“公社”慢慢解体，这些组织形式消失后，社会的融合机制并没有及
时地跟进，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乡村，基层社会重新成为“一盘散沙”，如何在
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
这一局面让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显得尤其重要。如何再组织化？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摸索新

的组织模式。上文的案例或许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Ｌ市的乡村在进行社会管理时，虽然没有历史上
的乡约组织和村民共同制定的乡约条款，但通过《村民素质教育手册》、《村民自防公约》来约束村民，并
通过评选“和睦家庭”、“孝顺儿媳”等进行德业相劝，通过“十户联防”体系来实现守望相助。只不过村民
是借助移动电话这一新技术手段来构建联防群体。同样地，自下而上的网格化管理也通过信息技术把
基层的各家各户编入网格，分格管理，这与里甲和保甲的十进制户籍管理方式非常相似，网格员借助信
息技术手持终端向上级层层报告基层社会的状况。
因此，今天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形式仍然需要从历史上里甲和乡约混合模式中找到出发点，借助乡

约的力量实现乡村社会的道德文化重构，把分散的民众重新粘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合作和治
安联防的组织形式。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
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曹锦清，２００６：６－９）。同时，时代的发展让我们可以采用比历史上更加先进的
手段来进行社会管理。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提供了便利，通过信息网络这一虚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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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让民众更快、更便捷地组织在一起。
（三）行为模式：政府外包体系的行政化与疏通自下而上的通道
在中国历史上，基层社会的治理是由政府事务的承包人和市场经纪人（胥吏、士绅等）来完成的。这

种行政外包化的过程实现了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执行。而士绅对于当地社会的治理，也会形成一种自
下而上的轨道，把民众的愿望反映给州县或以上层级政府（费孝通，２０１２：４１）。当代政府间的行为模式被
学者们描述为压力型体制（或者行政内部发包制）与动员型治理相结合的模式。对于社会的管理，基层
政府则通过行政任命、影响社区和村主任的选举和经济激励等方式，并结合柔性化的非正式行政方式，
让社区和村庄领导承接上级政府的政策，把政策传达贯彻到民众中，从而实现了政府事务的行政外包
化。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对于社区和村庄的影响，使得这些自治单位也逐渐官僚化，出现了
政府外部发包体系的行政化。正如周黎安（２０１６：３７）所说，中国“国家与社会不存在任何鲜明的边界，而
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连续的发包序列：从‘行政内部发包’到‘行政外包化’，再到‘政府外部发包体系的行
政化’”。
这种政府外部发包体系的行政化也体现在网格化管理中。网格化管理虽然是一种社会管理创新的

举措，但更多地聚焦在自上而下的维稳和治安管理上，与民众的互动较少。正如上文案例中提到的，很
多民众对于网格化管理并不了解，更不用说参与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的初衷也是为了适应社会转型
期，“从源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效破解原来街道社区管理力量分散、多头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解决
党建、治安、人口等社会管理难题”①。因此，现在很多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总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有
余，而民众自下而上的参与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开启或疏通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通道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今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民众和企业家等主体对于基层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对于地方公共事
务和公共项目的参与，将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失序，从而推动政府治理的转型。正如黄宗智
所言，“民众参与和控制关乎地方利益的项目，有可能会推进近几十年来被市场经济原子化了的社区纽
带的重新建立”，而“简单地依赖西方科层制化的福利国家模式，不见得能够解决政府转型中的实际问
题”（黄宗智，２００８：２５）。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中国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共场域，这一场域的存在让国家与社会相
互重叠、协力运作，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传统和特征之一。基层政府的官治领域与民间士绅的民治
领域在这一场域中交互作用，上下推移。这一公共领域中的行动主体、行为模式和组织建设为理解今天
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几千年来，公共场域中的主体、组织形式和政策的传递
方式随着历史的沉浮而发展演变，而在这一过程中无不体现着中国经验的“悖论”。
首先是中国式国家与社会融合重叠的“悖论”。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

架，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而理解中国的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需要跳出这一框架，将基层
政府与社会置于国家与社会融合、重叠、协作的情境中来讨论，即是一种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合作治理。
这一点对于理解今天基层政府与社会间公共场域的行动主体、组织形式与政策传递方式尤其重要。正
如有学者所言，在乡村的治理中，村干部和民众“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与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
非国家与社会结构二分性的权力对撞”（吴毅，２００７：３２）。所以，今天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是政府组织
与民间组织共同承担公共治理责任，实现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和社会自治（俞可平，

２０１２：４－５）。同时，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协商和妥协达成平衡和整合的商议民主治理过程，对
于中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具有启发意义（张紧跟，２０１４：１１３－１２３）。
其次是现代化与历史传统并存的“悖论”。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在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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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割断传统的纠缠，而为此我们也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基层治理的改革借鉴了很多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让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民众等多元主体
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然而，在今天中国的情境下，被“原子化”的基层社会需要重新的整合，实现基层社
会的组织化。这个时候，需要吸纳国外的经验，借鉴西方合作治理理论的内容，实现地方政府与私人部
门、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权力分配，形成不同行动者责任融合、行为边界交叉的协作治理网络（戈德史密斯、
埃格斯，２００８：３－２２；ｄｅＬｅｏｎ　＆Ｖａｒｄａ，２００９：５９－７４）。同时，需要回望传统，在里甲和乡约混合模式中寻找思路，
借助乡约的力量实现现代乡村社会的组织整合，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基层社会的经济合作和治安
联防。当传统不再纠缠于现代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选择地把传统的某些个东西重新召回到当下，
来作为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记忆，也包括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文化的要素”（曹锦清，２０１５：２３）。
最后是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与弱化社会治理行政化之间的“悖论”。在中国的情境下，无论在历

史上还是现代社会，基层社会治理都是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模式，社会治理创新离不
开政府的指导和监管。然而，在历史上，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轨道一直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交界处的公共
场域（费孝通，２０１２：４０－４１）。在今天整个政策传递或者政府行为模式中，也需要疏通自下而上的通道，让地
方企业、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和公共项目的执行中来，减少行政控制，弱
化政府外部发包体系的行政化。
因此，正如黄宗智所言，“中国的经验实际其实多是‘悖论的’———即两种被西方二元对立框架视作

是矛盾的、不可并存的，但实际上是共存的并都是真实的”（黄宗智，２０１６：１５５－１８３）。理解这些“悖论”的存
在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基层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探讨
未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和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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